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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梯田遗产地聚居

空间演变的环境特征及社会制约

何俊梅，华红莲，丁智强，王兴蓉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遗产旅游开发背景下，研究哈尼梯田遗产地聚居空间的特征演变及影响因素，对于遗产地景观格局的监

测以及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信息熵等方法揭示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地

2005、2010、2015、2020 年 4 个时段聚居空间的演变及自然、社会因素。结果发现：①4个时段内遗产区哈尼族聚

居空间均呈集聚状态，但集聚程度明显增加，不断新增聚集中心并沿旅游环线呈现带状聚集分布。②从空间分布趋

势看，高程居中、坡度相对较小的区域是聚居空间分布的主要地区;越靠近水源的地区聚居空间增长速度越快；由

于道路修建带来发展机遇，导致紧邻道路 100m 的范围成为聚居空间增长最快速的空间。③聚居空间演变除了受地

形指数、水源距离和道路远近因素的牵引，同时还受来自于氏族关系的社会制约：村寨的姓氏结构越简单，聚居空

间演化的集聚特征越明显。村寨聚居空间的演化将对哈尼梯田长期形成的“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水系”景观格局的

稳定产生影响，在外在因素驱动聚居空间快速变化情况下，从氏族关系及其社会制约入手分析聚居空间的优化调控

是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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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聚居空间特征是聚落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表征，聚居空间演变是聚落更新与改变的外部体现，这一过程受自然、社会、人等

因素影响[1]。在红河哈尼梯田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水系”四素同构的景

观格局，奠定了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中，村寨作为核心要素，居民聚居空间的布局和发展与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密切

相关，在景观格局的维持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哈尼梯田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快速发展的旅游活动对传统聚居空间带来巨大冲

击，以村寨为核心的“四素同构”景观格局以及资源管理模式受到极大威胁。分析当前聚居空间的发展演化及驱动因素对于维

持传统景观格局的空间结构，维护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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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聚居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聚居形态分析和聚居空间演化与影响因素方面［2，3］。聚居形态的研究集中在对单一聚

落内部形态的分析，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方面［4，5］。研究方法多采用系统分层的方法,大致分为宏观整体格局、中

观组团格局、微观地域建筑 3 个层次［6］。关于聚居空间演化的因素，多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

早期的研究注重自然因素的分析，指出传统聚居空间较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受制于土地质量和农业适宜性［7］。随着经济

作用的显现，经济因素对聚居空间的塑造和影响得到关注，交通可达性和路网密度对乡村聚居空间的影响［8］，大都市区位的

影响［9］，基础设施的提供［10］，土地价格、法律约束等因素均纳入到分析的视野［11］。除此之外，部分研究非常注重从

社会文化方面进行解释［12］。Hunter 在研究加纳村庄定居模式的成因时，明确指出宗族系统和农业系统是两大决定因素，加

纳固定的耕作系统和阿格纳家族中的家庭裂变是聚居空间离散的原因［13］。Drennan 在分析墨西哥玛雅低地地区"分散和成核

''的聚居空间形态成因时，也指出防御、政治控制和集约化农业是其主要原因［14］。近年来，血缘、地缘和价值观念等社会

文化因素在聚居空间研究中经常被提及［15'18］。Verdery、Faust 等在研究泰国南荣地区的农村聚居模式时，指出亲属关系会

影响定居点的空间安排，亲属之间的紧密程度与他们居住单元之间的空间接近性正相关［19,20］。Abiza-记在分析影响亚马逊

纳波河沿岸聚落定居密度的社会文化机制时，明确指出亲属关系是亚马逊社区和种族群体中社会、群体身份和生存的基石，对

理解定居点密度很重要，亚马逊河沿岸定居点稀疏与当地社区亲属关系分散相关［21］0在中国，宗族在维持社会结构和社会关

系时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塑造乡村聚居格局的另一种力量［22］，基于这一认识，近期的一些研究则将焦点放在宗族网络与定

居点模式关系的探讨。Liu 等在解释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江西一些农村居民点空间的扩张或扩散以及“搬回祖先村庄定居这

一现象时”，明确指出宗族网络的扩张和排斥是其根本机制［23］。在哈尼梯田地区，由氏族谱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聚居空

间特征形成的基础［24,25］。当地特有的氏族网络对聚居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26］。目前，已有相应的研究分析了哈尼梯田

地区聚居空间的特征［27,28］，但影响因素主要是从自然地理因子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氏族网络对聚居空间的影响关注不多。

因此，研究将在考虑地形、河流、道路等环境因子对哈尼梯田地区聚居空间演变制约的同时，以氏族网络为社会文化因子的切

入点，分析社会文化基础与聚居空间演化的关系，试图为遗产地的科学监测和保护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红河哈尼梯田世界遗产位于云南省南部元阳县，地理位置为 23°04'—23°12'N、102°40'—102°48'E，为亚热带高原季

风气候，位于哀牢山脉南延部分的南段，地势中间高，南北两侧低，沿山脊向东北、西南呈阶梯状下降至元江谷地和藤条江谷

地。遗产核心区面积 16603.22hm2，缓冲区面积 29501.00hm2，包括坝达、老虎嘴、多依树 3大景区（图 1）0 整个遗产区包括

元阳县的 18 个村委会，85 个自然村，集中分布于麻栗寨河、大瓦遮河、阿勐控河、碧控河和戈它河 5条河流流域范围内。在这

85个自然村中，一级保护村落 8 个，二级保护村落 51 个，三级保护村落 26个。一级保护村落为全福庄中寨、上主鲁老寨、阿

者科、牛倮铺、垭口，以及箐口、大鱼塘、普高老寨 3个民俗文化村。2008 年，在云南世博旅游集团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元

阳哈尼梯田进入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开发模式。已建成南沙游客集散中心、新街旅游服务中心、胜村旅游

服务中心、哈尼梯田特色小镇等旅游服务设施，随着景区旅游综合交通体系以及相关服务设施的完善，依托民俗节庆、体育赛

事和文化展演等旅游活动积极开展，传统社区积极参与其中，这些过程将推动聚居空间格局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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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20 年研究区各行政村聚落、道路分布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预处理

基于 GoogleEarth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0.25mx0.25m 分辨率遥感影像，人工目视解译得到哈尼梯田遗产区 4个

时期的聚居斑块、耕地斑块以及道路和水系的空间分布数据。典型村寨（全福庄大寨、中寨、小寨和上寨）的目视解译则借助

无人机拍摄影像，勾画出哈尼梯田遗产区村寨全部的房屋分布，通过访谈确定每栋房屋户主姓氏（图 4），从当地居民口中获取

村寨形成历史和主要线索。处理数据均以.shp 文件格式存储在地理空间数据库中。

2.2 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和核密度函数

平均最邻近指数（AverageNearestNeighborRatio,ANN）可用来判定聚居空间分布模式，核密度函数可用以定量表征聚居斑

块密度差异，以上均通过 ArcGIS10.2 计算。平均最邻近距离可判定聚居斑块的平均距离［29］，根据实测平均最邻近距离值（di）

与随机分布模式下的期望平均最邻近距离值（de）之比平均最邻近距离指数（R）判定定居点的空间分布模式（均匀分布、集聚

分布和随机分布），平均最邻近距离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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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布模式下的期望平均最近邻距离值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A 为研究区域面积;N 为聚居斑块的数量。若 R>1，说明定居点为分散分布;若 R=1，说明定居点为随机分布，一些定

居点分布较为集中，一些较为分散;若 R<1，说明定居点为聚集分布［30］。R 的范围是：［0,2.149］。

核密度函数估计法是现代非参数统计方法的代表，该方法可以应用到空间热点区的探测研究中⑵。核密度函数以连续平滑

形式表征研究区聚居斑块的点密度，强调空间位置的差异性以及中心密度随距离逐渐减小的特性［31］，函数中假设 x1，x2…，

xn为独立同分布 F的 n个样本点，设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f（x），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x）为核密度估计值;n 为以核心点 x 为中心、距离小于 h的范围内的点数;h（>0）为核密度估计的带宽，即核密

度函数的搜索半径 k（x）为缩放核函数；x-xi 为估计点 x到样本点 xi，处的距离。

2.3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方法是以点、线或面为中心，以一定半径生成空间范围［32］，利用缓冲区方法确定水源、道路不同缓冲距离

内聚落分布情况（表 2）。参考相关研究成果［33-36］和研究区实际情况，以 50m、100m、150m、200m、300m 设置 1—5 级道路

缓冲区。以 200m、600m、1000m、1400m 和 1800m 设置 1—5 级河流缓冲区，分别统计各级道路和河流缓冲区内的聚落斑块数量

和面积（表 2），明确道路和河流对聚落分布的影响。

2.4 地形位指数

为确定地形因子对聚居空间时空格局演变是否存在明显约束作用，利用地理信息建模方法，将高程和坡度组合成一个地形

位指数 T,综合反映地形条件的空间分异，按 1—5级对研究区地形特征进行重新描述，并统计在不同地形位上分布的聚居面积（表

2）。使用的 DEM 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地理信息局，空间分辨率为 10mx10m。地面上某点的地形位指数计算公式如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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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地形位指数;E 和 E 分别表示区域中任意一点的高程值和该点所在区域的平均高程值;S 和 S 分别为区域中任意一

点的坡度值和该点所在区域的平均坡度值。经计算，空间上每一点对应生成一个地形位，原来的地形属性即可以由地形位来综

合描述：高程高、坡度大则 T 值大，反之 T 值小；高程、坡度适中则 T 值处中间值。

2.5 信息熵

信息熵主要测度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在总量中均匀分布的程度或区域间的离散程度，广泛运用于区域间的人口分布差异、

生态多样性、城市蔓延的空间格局和聚落的集中度的分析［22］。本研究采用信息熵公式计算案例村庄的姓氏构成信息和不同

姓氏定居点面积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当 H为姓氏构成信息熵时（简称姓氏信息熵），表示姓氏构成的复杂程度。S为姓氏个数，N 为总户数。各姓氏出现

概率集合的和为 1，pi 其真实值实际上无法获得，但可通过计算而得（轮为第 i个姓氏的数量）。当只有 1 个姓氏时，位将出

现最小值;当所有姓氏的数量相等时，即所有姓氏出现的概率都为 Pi=1/S 时，位将出现最大值 Maxff[38]0 当 H 为不同姓氏居民

点面积信息熵时（简称居民点面积信息熵），S 为定居点的数量，N为定居点的总面积/,为第 i个定居点面积的大小。通过公式

变形，璋的取值范围为[0，1]，璋表示案例村庄姓氏构成复杂程度和各个姓氏定居点面积的均匀程度，当各姓氏人口数、居民

定居点面积越不均匀，Yh值趋于 0；当各姓氏人口数或定居点面积大小越相近，匕值趋于 1o

3 结果及分析

3.1 聚居空间特征及演变

2005—2020 年间，哈尼梯田遗产区聚居空间整体快速扩张，主要体现在聚居斑块数（W）增加了 59.41%，斑块总面积（G4）

增加了 68.31%，每公顷斑块密度（PD）增长了 59.3%o 而耕地面积缩减了 21.29%，其中水田面积减少了 883.7hm2，水田占比从

总耕地的 40%缩减至 37%o 正式成为遗产区以前（2005—2010 年）以及遗产申报成功初期，受旅游驱动，哈尼梯田盅产区聚居空

间快速扩展，之后的 2015—2020 年间，受遗产管控政策影响，空间扩展速度有所缓减。

从空间特征演化来看，最邻近指数均小于 1，说明哈尼梯田遗产区聚居空间呈显著聚集分布模式。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遗产

区聚居斑块密度在不断增大，从 2005 年的 6.51 个/hm2 增加到 2020 年 24.98 个/hm2。集聚中心也在不断增多。2005 年核心区

内主要有水卜龙、土锅寨、多依树和大鱼塘 4个聚集中心，到 2010 年，水卜龙、大鱼塘、多依树聚集程度相较前期提升，但土

锅寨聚集中心弱化;2015 年，新增箐口、大瓦遮两个聚集中心，水卜龙、大鱼塘、多依树 3个区域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集聚密

度等级增加到 15—20 个/hm2。到 2020 年，又新增全福庄、阿勐控、勐品 3个集聚中心。截至 2020 年，一共形成了 8个集聚中

心，并沿旅游环线呈带状分布。

表 1.2005—2020 年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乡村聚落景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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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NP

（个）

CA

(hm2)

PD

(个/hm2)

最近邻

指数

耕地面积

（X103hm2）

水田占比

（%）

2005 473 215.61 0.0285 0.306 7.61 40.91

2010 679 231.42 0.0410 0.351 7.29 40.12

2015 743 296.18 0.0448 0.357 6.55 36.08

2020 754 362.89 0.0454 0.393 5.99 37.22

图 2.2005—2020 年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乡村聚居斑块分布密度

3.2 聚居空间的分布趋势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区位于哀牢山脉南延部分的南段，山高谷深，海拔和坡度是聚居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形、海拔

因子对聚居空间的扩张有限制作用，高程居中、坡度相对较小的区域是聚居分布的主要地形空间，聚居空间呈现在“海拔低、

坡度缓“和“中海拔、坡度中等”的区域扩展最迅速的特征。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 4 个时期聚居空间均主要集

中在 3 级地形位上，其次是 2 级地形位。

2005—2020 年间，各地形位等级上的聚落斑块数目和面积均呈增加趋势。具体来看，1 级地形位上聚居面积增加 87.78%，2

级地形位上增加 61.86%，3 级地形位上增加 65.48%；4 级地形位上增加 78.44%，5 级地形位上增加比例最低，只增加了 2 个斑

块。在各地形部位上，1 级和 4 级地形位增加最显著。此外，聚居空间扩张对水源具有显著的依赖性，90%的聚居斑块分布于 0

—1800m 河流缓冲区。随着与水源的距离增加聚居空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1—5级水源缓冲区聚居面积年平均增长率分别

为 42.24%,6.15%、3.28%、2.89%、6.58%，呈现出聚居空间的扩张速率随水源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的状态，第 5级缓冲区更接近

遗产区外其他河流的空间范围，所以聚落扩张速率较上一级有所增加。以 2013 年为时间节点，申报世界遗产前聚居空间集中在

600—1400m 缓冲区范围，增长缓慢，水源附近 200m 范围内无明显空间扩张;成功申报遗产后，越靠近水源，增长速度越快。

同时，4 个时期 300m 道路缓冲区内的聚居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依次为 67.25%、76.39%、89.77%、96.38%，说明聚居空间



7

主要是围绕 300m

缓冲区扩张，是新斑块出现的主要区域。1—5级道路缓冲区，斑块面积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22.15%、12.78%、4.49%、2.15%、

0.21%。不同缓冲区范围聚居空间的增长速率随时期发展出现分化，2005—2010 年间 1—5 级缓冲区范围聚居面积平均年增长速

度在 3%—6%之间，2010—2015 年间在 0.6%—22%之间，2015—2020 年间在-3%—13%之间，缓冲区范围聚居空间增长速度差异变

化越来越大。距道路越远聚居空间增长速度越小，遗产化使得道路对聚居空间的影响从弱到强，并逐渐成为影响聚居空间分布

的主导因素，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聚居空间增长规律。

表 2环境特征不同分级的聚居空间面积（单位：hm2）

分级

地形位 河流缓冲区 道路缓冲区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1 13.3 15.0 19.4 24.9 2.2 2.4 10.6 16.3 37.0 47.8 98.5 160.1

2 72.6 77.1 95.1 117.5 44.4 48.7 63.7 85.4 30.9 39.1 63.9 90.1

3 122.9 128.3 167.3 203.4 70.7 75.2 93.5 105.5 30.3 37.0 47.9 50.7

4 6.4 7.1 9.7 11.4 67.9 66.8 82.9 97.4 18.4 22.5 27.6 24.3

5 0.0 0.0 0.0 0.0 16.2 22.2 25.4 32.1 28.4 30.4 28.0 24.5

总计 215.2 227.4 291.5 357.3 201.3 215.2 276.0 336.6 145.0 176.8 265.9 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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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环境特征不同分级的聚居空间分布面积占比情况

3.3 聚居空间演化的社会制约

聚居空间的演化，除了受地形指数、距离水源、道路远近等环境因素的牵引，同时还受来自氏族关系的社会制约。以元阳

哈尼梯田遗产区其中 1 个聚居中心一一全福庄（包括大寨、中寨、上寨和小寨 4个自然村）为例，从其聚居空间演化特征来看

（表 3、图 4），2005—2020 年间全福庄村委会中的大寨和中寨的最邻近指数（ANN）都小于 1，呈聚集状态，小寨和上寨的最

邻近指数大于 1，略呈分散状态，4 个村寨最邻近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表明全福庄的 4个村寨内部房屋都向聚集状态发展。从姓

氏定居点面积信息熵来看，4个时期 4个村寨的定居点面积信息熵小于 1，说明各氏族定居点面积不均匀状态一直存在。大寨的

定居点面积信息熵在 4 个村寨中较小，说明大寨各姓氏定居点面积大小最不均衡，而且呈现减小趋势，说明大寨不断增加的房

屋主要是围绕传统定居点布局的;其他 3 个寨子的姓氏定居点面积信息熵在 2005—2020 年间不断上升，说明这 3 个村寨传统定

居点大小的不均衡状态在逐渐减弱，新增加住户不断脱离氏族的传统定居点，选择在新的地点居住。

从全福庄 4 个村寨的姓氏构成来看，大寨和中寨的姓氏信息熵基本都小于 0.6,说明大寨和中寨的姓氏构成相对较为简单，

主要以卢姓和李姓为主。上寨和小寨的姓氏信息熵均在 0.8 以上，说明上寨和小寨的姓氏构成相对平均、多元，上寨卢姓和李

姓数量相当，小寨除了卢姓和李姓之外，还有杨姓、高姓和龙姓等其他姓氏，不同姓氏数量相对均衡。从姓氏信息熵、最邻近

指数和定居点面积信息熵之间的相关关系看，姓氏信息熵与最邻近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0.927，说明姓氏构成结构与聚

居空间特征显著相关。大寨和中寨的姓氏信息熵相对较小，与之相对应，它们的最邻近指数也都小于 1，说明村寨越是以单一姓

氏为主，聚居模式越呈现集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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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05-2020 年全福庄村寨概况

表 3.2005-2020 年全福庄姓氏特征和聚居空间形态特征

年份 自然村 姓氏信息熵 ANN 定居点面积信息熵

2005 大寨 0.581 0.816 0.792

2010 大寨 0.564 0.882 0.752

2015 大寨 0.561 0.710 0.744

2020 大寨 0.555 0.753 0.757

2005 中寨 0.617 0.775 0.789

2010 中寨 0.599 0.772 0.819

2015 中寨 0.562 0.812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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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寨 0.543 0.757 0.871

2005 上寨 0.881 1.471 0.859

2010 上寨 0.811 1.521 0.712

2015 上寨 0.845 1.426 0.791

2020 上寨 0.842 1.321 0.887

2005 小寨 0.844 1.201 0.901

2010 小寨 0.842 1.184 0.744

2015 小寨 0.843 1.218 0.817

2020 小寨 0.832 1.161 0.908

表 4 全福庄姓氏特征和聚居空间形态相关关系

姓氏信息熵 ANN 定居点面积信息熵

姓氏信息熵 Pearson 相关性 1.000 0.927** 0.318

ANN Pearson 相关性 0.927** 1.000 0.154

定居点面积信息熵 Pearson 相关性 0.318 0.154 1.000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4 聚居空间特征演化原因

聚居空间随特殊地形分布原因。由于哀牢山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元阳哈尼梯田聚居空间的布局受地形影响巨大。

红河哈尼梯田位于“哀牢山中山峡谷亚区”东南部，山高谷深，河流急剧下切，由山脊部位严河谷呈阶梯状下降，形成复杂多

样的气候组合。目前聚居空间主要分布于 3级地形位，主要是因为 3级地形位属于海拔和坡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区域，海拔适宜，

坡度和缓，侵蚀相对较弱，气温适当，是人们定居的理想区域。但同时，1—4 级地形位上的聚居空间不断迅速增加，尤其是 1

级和 4 级地形位聚居面积增加最迅速，这主要与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项目有关，例如，位于大鱼塘、水卜龙附近的“哈尼小镇”

“艺术家村”等旅游小镇和旅游地产都是在海拔相对传统定居点较高的园林台地和森林进行建造的;而海拔较低的地方热量较

好，加上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生产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1级地形位上聚居空间也出现了明显增加。

聚居空间接近水源和道路分布原因。①在哈尼梯田地区，沿山脊到河谷，形成了森林一村寨一梯田垂直分布、河流和沟渠

贯穿其中的景观格局特征，森林基本分布于海拔 1900m 之上的地区，是村寨和梯田的水源涵养区，涵养的水源汇聚于河流和沟

渠用于生活和灌溉。水资源源于森林且极为有限，大量的游客、企业进入遗产区，对传统的水资源分配形成挑战。随着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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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旅游业和农业的用水竞争时有发生，便利的水源获取成为当地居民、企业是否可以获得发展机会的重要条件。因此距离

水源最近的 1 级缓冲区（距离河流 200m 以内）区域，成为聚居空间面积增长速率最快的区域。哈尼梯田遗产区开发前，村寨间

会将定居点设置在据水源有一定距离的区域，聚居空间的扩张集中分布在距河流 600—1400m 缓冲区，由水渠引水并分配水资源。

成功申报遗产后，旅游服务设施在村寨外围建设，更便利获取水源的同时更容易造成污染，外来企业和本地居民用水矛盾越来

越剧烈，进一步加剧对水源的接近和控制。②哈尼梯田的旅游开发是在当地开始准备申报遗产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个

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道路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村庄的发展机遇，因此吸引聚居空间紧邻道路 100m 范

围分布。这一趋势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遗产申报成功前聚居空间沿道路呈现缓慢发展；成功申报遗产后，随着游客的不断增

长，民宿、饭店等需求量的增加，道路 100m 范围内的聚居空间短时间快速增加。尤其是多依树聚居中心，由于此处是日出景观

点，房屋沿道路分布的情况十分突出。受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催化，距离道路远近改变遗产区聚居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

聚居空间分布受氏族关系制约的原因。在哈尼族地区，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定居点（多个）。受山地地理环境限制，

某一村庄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往往导致梯田耕作半径不断扩大，耕种成本提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哈尼族建立了“分寨”制度：

当村庄人口达到一定上限，又无法获得理想半径内的耕地时，某一氏族中的精英将从原来的村庄（母寨）迁出，与其他村庄迁

出的人选择合适的地方共同建立新的村庄［23,25］，不同的氏族在新村庄中都有自己定居点，并围绕定居点不断发展。因此，

基于氏族关系形成的团体会约束成员房屋的选址，使其围绕传统定居中心分布。在全福庄，大寨、小寨和上寨均是由祖先村寨

中的部分氏族搬迁出来，在三个不同地方定居形成的。后来由于大寨人口增加，于 1962 年由大寨的卢姓和李姓共 6户搬迁出来

并在如今中寨位置重新建村庄，目前中寨的卢姓和李姓的定居点基本围绕传统定居点连续分布。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对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 2005—2020 年聚居空间分布和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选取地形、河流、道路、氏族关系 4个因

子分析了环境因素和社会关系对聚居空间特征及演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①在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哈尼族的聚居空间总

体上呈现显著的集中分布特征，2005—2020 年间聚居空间扩展明显，尤其是正式成为遗产以前，受旅游开发驱动，空间扩展极

为快速，2013 年正式成为遗产以后，受遗产管控政策影响，空间扩展速度有所缓减。聚居密度呈不断增大趋势，遗产区先后一

共形成了 8 个集聚中心，并沿旅游环线呈带状分布。②地形、海拔因子对聚居空间的扩张有限制作用，高程居中、坡度相对较

小的区域是聚居空间分布的主要地区，同时海拔低，坡度缓以及海拔中等、坡度中等的区域成为聚居空间快速扩展的区域。聚

居空间扩张对水源和道路具有显著的依赖性，申遗前聚居空间集中在河流 600—1400m 的缓冲区范围，增长缓慢；申遗后，受旅

游驱动的影响，越靠近水源的地区增长速度越快。由于道路的修建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发展机遇，导致紧邻道路 100m 的范围成为

聚居空间增长最快速的空间，道路成为影响聚居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彻底改变了传统聚居空间的形态。③聚居空间特征的演

化，除了地形指数、水源距离、道路远近等因素的牵引扩张，同时还受来自于氏族关系的社会制约。村庄的姓氏信息熵与最邻

近指数高度相关，表现为低姓氏信息熵与低最邻近指数高度相关，说明村庄的姓氏构成越简单，聚居空间的集聚特征越明显。

姓氏构成越多元，新增住房更容易不断脱离传统定居点离散定居。

4.2 讨论

在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哈尼梯田地区在空间上形成了以“森林一聚落一梯田一水系”为结构特征的稳定景观格

局，对于维系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受旅游开发的影响，水源距离和道路远近这些重要的区位因子改变了

聚居空间的走向，如何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统筹聚落、森林、梯田、水系四者的空间结构关系需要科学论证。村寨作为当地人地

关系、社会组织、资源管理与分配的重要载体，是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村寨间、村寨内部是受一套基于血缘和地

缘的社会关系制约的，这种关系同时约束着聚居空间扩展的走向和形态以及影响着水资源的可持续分配。受旅游开发基础设施

建设和参与机会的影响，传统聚居空间扩展走向开始脱离传统因素的控制，新增居住空间呈现出脱离传统定居中心的状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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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影响村寨传统社会关系以及资源分配模式，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哈尼梯田地区，氏族网络是构成当地社会关联网

络的基础，到如今仍然在聚落空间发展、资源分配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弄清楚村寨间、村寨内部的氏族网络以及它们的传统

行为空间是极为必要的，这对于遗产开发背景下开发项目和旅游基础设施的科学选址极为必要，是整体上协调遗产地持续发展

的内在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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